[bookmark: 二级标题序号_11][bookmark: 二级标题_14]（三）稳健性检验
[bookmark: 正文段落_70]1.安慰剂检验。
[bookmark: 三级标题序号_12][bookmark: 三级标题_2]（1）虚假时间的安慰剂检验
[bookmark: 正文段落_72]参照王锋和葛星（2022）的研究方法，为避免处理组和对照组城市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差异受到时间变化的影响，将外卖配送站点的实际进驻时间提前3年，构建了虚假的政策冲击时点。通过对式（1）的重新估计，结果如表3列（1）所示，虚拟的冲击变量的系数估计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处理组和对照组城市之间的时间趋势差异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进一步证实了外卖行业的进驻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促进作用，并排除了由于时间变化带来的系统性偏差。
[bookmark: 三级标题序号_13][bookmark: 三级标题_4]（2）虚假变量的安慰剂检验
[bookmark: 正文段落_74]为了排除外卖平台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影响的偶然性并确保其结果不受其他随机因素的干扰，沿用已有研究的通常做法（焦豪等，2023），进一步构建虚假变量进行安慰剂检验。将外卖配送站点变量与276个城市随机匹配，进行1000次随机抽样，以构建“伪事件虚拟变量”，并根据式（1）重新进行回归估计，1000次伪回归结果的系数及其P值分布结果如图6所示。可以明显看出，1000次随机估计的系数为近似正态分布，且均值接近零，与基准回归结果中外卖平台进驻的真实回归系数显著不同，安慰剂检验中的虚假系数分布明显偏离了基准回归中的真实系数，因此可以认为外卖平台的进驻对城市中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提升具有显著的因果影响，遗漏变量引发偏误的可能性较小。
[image: ]
[bookmark: 中文图序_5][bookmark: 中文图题_5]图6  安慰剂检验
[bookmark: 正文段落_76]2.PSM-DID。尽管双重差分法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内生性中的遗漏变量问题，可估计出外卖配送站点进驻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但由于控制组和对照组的选择并非完全随机，因此可能存在样本选择偏误。基于此，使用倾向得分匹配叠加双重差分法（PSM-DID）进行稳健性检验。在PSM-DID基准回归中，将原有的个人控制特征控制变量和地区特征控制变量作为协变量，使用以0.05为卡尺范围的1:1近邻匹配方法进行倾向得分匹配。根据表3列（2）结果显示，使用PSM-DID后，回归结果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外卖配送站点进驻城市会使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上升约3.61%，进一步说明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bookmark: 正文段落_78]3.调整样本范围。在数字经济新业态发展的初期阶段，外卖平台的补贴与市场推广主要集中在人口密集且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地区，外卖平台在偏远地区的发展一般比较落后，头部城市和尾部城市之间的差距过大，可能会形成极端值。为避免此类因素带来的估计偏差，本文将四个直辖市和新疆、西藏地区的样本以及广州和深圳两个一线城市的样本剔除，重新利用式（1）进行回归，结果如表3列（3）所示，估计系数通过了1%水平的统计性检验且为正值，外卖配送站点进驻城市会使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上升约3.90%，与基准回归结论基本一致，表明结果稳健。此外，CMDS调查问卷中针对农业转移人口流动原因进行了详细划分，务工经商、随同流动、婚嫁、拆迁、投亲、学习、参军、出生以及其它，为验证主结论对不同流动类型的稳健性，进一步排除“务工经商”群体，仅保留因婚姻、家庭、学习、养老等其他原因流动的人口进行回归。表3列（4）结果显示，外卖等新业态的进入对该子样本的居留意愿依然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本文识别的机制不仅适用于因就业驱动的流动群体，对其他类型的农业转移人口也具有解释力，证明了结论的稳健性与外部适用性。
[bookmark: 正文段落_80]4.排除政策干扰。一方面，外卖行业的发展往往会受到多种政策的影响，在2012~2018年的窗口期内，国家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对外卖行业进行合理管控，本文特别关注了两个可能影响外卖平台发展的政策：第一，2015年10月国家出台“史上最严的食品安全法”，其中提到网络食品第三方平台应对入网食品经营者持监管责任；第二，2018年1月1日，中国施行专门管控网络食品行业的《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为了排除上述政策的影响，分别将基准回归的时间周期调整为2012~2015年和2012~2017年，分别进行检验，回归结果如表3的（5）~（6）列所示。数字经济新业态系数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本文核心结论仍然成立。另一方面，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意愿也可能受到政策因素的显著影响。特别是在2014年期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棚户区改造工作的通知》等关键政策相继出台，推动了户籍制度改革和棚户区改造进程，可能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意愿产生干预效应，进而影响估计结果。为更有效排除重大政策变动带来的干扰，进一步将分析时间窗口限定在2012~2014年，以增强识别效度和估计结果的稳健性。表3列（7）显示，估计系数仍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基准回归结果依然稳健。
[bookmark: 中文表序_3][bookmark: 中文表题_6]表3稳健性检验
	[bookmark: 中文表注_4]变量
	被解释变量：市民化意愿

	
	虚假时间
	PSM-DID
	调整样本
	排除政策干扰

	
	（1）
	（2）
	（3）
	（4）
	（5）
	（6）
	（7）


	数字经济新业态
	
	0.0361***
	0.0390***
	0.0319**
	0.0388***
	0.0424***
	0.0368***

	
	
	(0.0115)
	(0.0134)
	(0.0124)
	(0.0136)
	(0.0133)
	(0.0136)

	虚假时间变量
	0.0076
	
	
	
	
	
	

	
	(0.0306)
	
	
	
	
	
	

	常数项
	1.5353***
	1.3861***
	1.7996***
	1.7811***
	1.4230*
	1.3144***
	6.6861***

	
	(0.5052)
	(0.4713)
	(0.5948)
	(0.4831)
	(0.7254)
	(0.4596)
	(1.906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842 662
	128,755
	652 699
	447 694
	473 384
	725 059
	312 871

	R2
	0.6960
	0.7141
	0.7026
	0.7098
	0.8234
	0.6971
	0.8863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下显著。
[bookmark: 正文段落_82]5.更换变量。考虑到无论是以外卖配送站点是否进驻，还是以新增站点数量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均难以反映外卖站点规模差异可能带来的影响，表4列（1）进一步采用城市外卖配送站点参保人数年增量（与数字经济新业态系数构建交互项）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回归，以刻画外卖站点扩张规模的变化。回归结果显示，在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后，主要结论保持一致。此外，考虑到市民化意愿本身具有一定的主观性，进一步更换被解释变量进行检验。尽管在基准回归中已控制商品房价格等居住因素，但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中的居住方式主要以租住为主，租房负担更能直接反映其真实居住状况和经济压力。基于此，利用CMDS调查问卷中受访者的房屋租金与收入信息，构建农业转移人口居住负担变量（房租支出/收入）表征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中的实际居住压力，从而更好反映其在居住决策和生活安排中的现实约束。表4列（2）显示，更换被解释变量后的回归结果依然稳健，外卖平台的进驻与发展显著降低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居住负担（约2.15%），表明新经济业态通过改善就业和收入状况，有助于缓解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中的居住压力，进而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医院，核心结论较为稳健。
[bookmark: 正文段落_怀疑_83]6.控制混淆效应。为进一步排除其他数字经济新业态发展造成的混淆影响干扰，本文将网约车平台的进驻情况（即城市层面网约车是否进驻）纳入模型作为控制变量进行扩展分析。结果如表4列（3）所示，加入该控制该变量后，外卖平台进驻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估计系数与基准回归差别不大，表明本文基准回归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此外，本部分进一步地将网约车的进驻情况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结果如列（4）显示，网约车的进驻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影响未通过10%水平的统计性检验，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基准回归混淆的可能性。
[bookmark: 正文段落_怀疑_84]7.更新数据检验。受数据可得性限制，基准回归部分采用了2012~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为兼顾分析结果的时效性并考察近年来的最新变化，本部分进一步利用CGSS2021数据进行了稳健性检验。被解释变量为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状况。依据CGSS2021问卷中“您目前的户口登记状况是什么”这一问题进行定义：若受访者选择“农业户口”，则记为0，表示尚未实现市民化；若选择“居民户口（以前是农业户口）”或“非农业户口（出生后转户口）”，则记为1，表示已完成市民化。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经济新业态，以各省累计新增外卖站点数量衡量，并采用OLS方法进行估计（表4列5）。实证结果表明，即便在更接近当前时期的数据样本下，数字经济新业态的扩张仍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不仅验证了基准回归的稳健性，也说明数字经济新业态在近年来仍然持续发挥着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重要作用。
8.异质性效应。考虑到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在存在处理效应异质性时可能产生估计偏误，进一步对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进行检验。具体而言，参考Callaway和Sant（2021）的方法，对不同处理时点下的分组平均处理效应进行估计，以缓解传统多期DID在异质性处理效应情形下面临的潜在问题，其中需要指出的是，CSDID需要在模型中纳入不随时间变化的控制变量，因此回归中只保留了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户籍属性等控制变量。结果如表4列（6）所示，分组平均处理效应估计系数为正且在统计上显著，表明本文关于外卖站点进驻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结论在考虑处理效应异质性后依然成立。
[bookmark: 中文表序_4][bookmark: 中文表题_8]表4稳健性检验
	[bookmark: 中文表注_6]
变量
	被解释变量：市民化意愿

	
	更换变量
	混淆效应
	更新数据
	异质性处理

	
	（1）
	（2）
	（3）
	（4）
	（5）
	（6）

	数字经济新业态
	0.0086**
	-0.0215**
	0.0442***
	
	0.0251***
	0.0189***

	
	(0.0036)
	(0.0093)
	(0.0144)
	
	(0.0013)
	(0.0050)

	网约车进驻
	
	
	
	-0.0135
	
	

	
	
	
	
	(0.0134)
	
	

	常数项
	1.5043**
	0.3846
	1.2896**
	1.5792***
	1.4832***
	

	
	(0.6235)
	(0.2395)
	(0.4977)
	(0.5037)
	(0.090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373 907
	683 598
	842 662
	842 662
	7 314
	

	R2
	0.7149
	0.7983
	0.7008
	0.6966
	0.9007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下显著。
[bookmark: 正文段落_86]9.工具变量。在研究数字经济新业态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影响的过程中，逆向因果和遗漏变量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可能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基准回归的可靠性。一方面，外卖平台发展过程中所提供的大量低门槛就业岗位能够促使更多农业转移人口选择继续留在当地工作，构成前向因果关系；但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聚集可以提供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可能成为外卖平台进驻当地并设置站点的原因，二者之间可能会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另一方面，虽然本文加入了个人特征与地区特征的控制变量，但仍有可能有一些不可观测、难以度量的因素仍未纳入基准回归进行考虑，导致本文估计结果因为遗漏变量出现偏差。本部分利用工具变量法对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一般而言，工具变量的选取不仅需要满足与残差项无关的排他性条件，还需要满足与内生变量有关的相关性要求，参考杨刚强等（2023）和徐邵军等（2024）的思路，选择上一年各城市内部开通微博的企业新增数量作为工具变量。在相关性方面，微博作为数字传播与交流的重要平台，显著反映了城市社会信息化和数字经济发展的活跃程度。上一年城市中开通微博的企业数量年增量，能够捕捉到该地区社会网络、线上信息流动以及数字基础设施的提升趋势。当微博企业数量快速增长时，表明城市数字环境更加成熟、信息传播更为高效，从而有助于平台型经济的发展，为外卖平台的进入与扩张提供了良好的数字土壤。因此，微博企业数量的年增量可以作为城市数字经济新业态发展的工具变量，能够有效影响外卖站点数量的变化，符合工具变量的相关性假设。在排他性方面，上一年微博企业的数量年增量并不会直接影响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意愿。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更多受就业机会、公共服务可及性、社会融合程度等因素驱动，而微博企业数量的变动主要反映信息发布和社会媒体传播的能力，其对个体市民化意愿的直接影响十分有限。此外，微博企业开通数量的增长主要服务于企业自身的宣传与客户互动，难以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居留意愿产生直接激励，符合工具变量的排他性要求。进一步地，本文还构造了一项基于Bartik思路的工具变量。具体而言，Bartik工具变量由城市层面的结构性特征与全国层面的行业扩张趋势相互交互而成，选取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和全国上一年外卖配送站点数量增长率构建Bartik工具变量，一方面，数字经济指数反映了城市在平台经济发展早期的数字基础与制度环境；另一方面，全国外卖配送站点增长率则代表平台经济扩张过程中所伴随的宏观行业性就业冲击，二者相交互项可捕捉不同城市因全国行业扩张而带来的影响，从而满足Bartik工具变量的基本假设。
[bookmark: 正文段落_88]表5报告了工具变量的二阶段回归结果，列（1）与列（3）显示，IV和IV_Bartik的估计系数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符合前文相关性逻辑，且统计第一阶段KP-F统计值为31.4050和16.1290，远大于经验法则的临界值10，通过了弱工具变量检验；列（2）与列（4）中，KP-LM统计值为26.8350和16.1290，且均在1%水平下显著，工具变量满足可识别性。数字经济新业态估计系数在回归中在保持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数字经济新业态的发展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意愿的结论并为发生系统性改变。
[bookmark: 中文表序_5][bookmark: 中文表题_10]表5 工具变量法
	[bookmark: 中文表注_8]变量
	第一阶段结果
	第二阶段结果
	第一阶段结果
	第二阶段结果

	
	（1）
	（2）
	（3）
	（4）

	
	数字经济新业态
	市民化意愿
	数字经济新业态
	市民化意愿

	工具变量
	0. 1861***
	
	
	

	
	(0 .0332)
	
	
	

	Bartik工具变量
	
	
	0.0092***
	

	
	
	
	(0.0023)
	

	数字经济新业态
	
	0 .4794***
	
	0.5743***

	
	
	(0 .1058)
	
	(0.1579)

	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值
	
	26.8350***
	
	16.8120***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统计值
	
	31.4050
	
	16.1290

	
	
	【16.38】
	
	【16.3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842 427
	842 427
	842 662
	842 662

	F统计量
	31.4050
	
	16.1290
	


注：Kleibergen-Paap rk LM为工具变量的可识别检验，Kleibergen-Paap rk Wald为弱工具变量检验。【】中的数值对应Stock-Yogo 10%临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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